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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求助于美学吗?”
———中国美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新解

吴 子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 要:中国哲学/美学原创力的不足引发了对其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质疑

是一种能指大于所指的游戏,以西方哲学近代性的片段即所谓“证明体系”为“标准”并不足以判断或裁决

中国哲学/美学学科的合法性。中国美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应转化为一种形式规范化问题,以其面对共同

论域所创造的差异性思想及其言说,彰显出其独特性的存在价值。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即由主

客分离的“概念语言”转向主客融合并与其所言说事物同一的语言,颇类似于庄子之“大道”“大言”的“诗性

语言”。东西方哲学/美学在交流互鉴中显示出彼此融合的态势,突破了“冲击—回应”或东西方二元论模

式,走向了戛戛独造之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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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中国美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1986年,史学家唐德刚撰写《海外读<红楼>》一文,文末带出了夏志清及其所著《中国古典小

说史导论》,他说:“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
可耻,并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适之明言暗喻,以称颂‘西洋小说态度的严肃与技巧的优异’”,
“此一论调,实为‘五四’前后,我国传统文明转入西化的过渡时代,一般青年留学生,不论左右,均
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之延续———只是志清读书满箱,西学较为成熟”,“然其

基本上不相信,由于社会经济之变动,我国之‘听的小说’亦可向‘看的小说’方向发展,如《红楼》
者,自可独创其中国风格,而只一味坚信,非崇洋西化不为功之态度则一也”[1]181。概言之,世界

各民族各自有其特殊的文化传统,《红楼梦》为我国近代最伟大之文学巨著,不可全以西洋“标杆”
做测量之准绳也。夏志清随即写了长文《诤友篇———兼评唐德刚<海外读“红楼”>》以反驳之,唐
德刚再撰《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一文予以回应[1]185-231。这场论争引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

题:西方的美学或文艺理论对于东方而言意味着什么? 研究中国文学可以求助于西方美学或文

艺理论吗? 如果可以的话,在何种意义上,东西方美学或文艺理论能彼此融通? 美学虽然讨论的

大多是文艺问题,但在学科属性上又被归属于哲学,上述疑难问题的解决,因此又要从中国哲学

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谈起。换言之,中国美学的合法性问题,必然归结于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作为“文化之王”,哲学居于元科学或元叙说的地位,是使具体研究得以展开的方便法门,直

接影响到其统摄之下美学的发展趋向。“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困扰了中国学界一百多年,近
年来仍是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曾小五提出,通过海德格尔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相关论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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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出“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有“非哲学化的证明和哲学化的证明”两种基本途径,“前者主要是

一种理论的澄清和辩护,后者主要是一种实践的诠释与构建”[2]。韩立坤认为,“中国哲学史现代

转型的主体内容即是形而上学的重建。而重建的理论前提则是中国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合法性问

题”,“准确梳理形而上学在近现代哲学史中的复杂命运,正确把握形而上学观念的现代演变,揭
示现代形而上学重建的重大意义,才能正确审视中国哲学史自身的发展路向和现代开展”[3]。彭

永捷在对“合法性危机”进行“再澄清”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合法性危机’时代的中国哲学史学

科”问题[4]。李巍以“以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思想,并不预设中国思想中有‘哲学’,而是看对中国

思想的研究———作为‘哲学的方式’———是不是被作为现代学术的专业研究”来观照“合法性还是

专业性”的问题[5]。吴晓明认为,“所谓合法性问题乃是‘中国-哲学’对于自身的疑惑。这种疑

惑是和中国近代以来学术总体上的‘学徒状态’相一致的,而这种疑惑的解除则有赖于学术总体

在特定阶段上能够摆脱其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6]。人们将中国哲学理解为一种“思想”/
“方式”,或是一种现代言说话语,其视角从合法性转向专业性,以理解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意义,在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已经讨论得较为热烈,但关于中国美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则远远

不够。关于“美学合法性”,最早始于1999年前后所面临的“美学一旦被彻底解构”进而所导致的

“美学危机已经演变成美学学科合法性的生存危机”[7],但也仅仅只是提出话题而已,并没有在学

术层面展开讨论。其后,关于美学合法性的讨论,就美学学科合法性而言,在美学史写作[8]、中国

美学的可能性[9]、中国美学经典文本解释[10]等方面展开;在美学具体领域合法性而言,在生活美

学[11]、生命美学[12]、文艺美学[13]、空间美学[14]、生态美学[15]等方面得以展开;也有文章讨论了重

建美学合法性的路径[16]与当代美学合法性建构[17]等问题。但总体来看,一是相关文章数量偏

少;二是对于美学学科合法性问题还没有得到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已有论述多限于具体问题的说

明;三是论证思路主要限于“如何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美学问题和言说方式”[9]等,没有从更深更

高的本体层面展开。显然,要解决中国美学的合法性问题,还得先回到哲学合法性问题上来。因

此,本文拟从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出发,过渡到东西方哲学言说方式彼此融通的现代视角,在与海

德格尔的“潜对话”中,进一步探索中国美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二、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1954年3月末,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教授、日本学士院院士手冢富雄教授(以下简称

“日”)在弗莱堡访问了海德格尔(以下简称“海”);随后,海德格尔写了《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

来———在一位日本人与一位探问者之间》一文,生动叙述了两人之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日:从欧洲回来后,九鬼伯爵曾在东京作过一些关于日本艺术和诗歌的美学讲座,讲课

稿汇集成一本书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借助于欧洲美学来考察日本艺术的本质。

海:但在这样一个计划中,我们可以求助于美学吗?

日:为什么不呢?

海:美学这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这种美学研究对东方

思想来说终究格格不入的。

日:您讲的固然不错。但我们日本人还不得不求助于美学。

海:为何?

日:美学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概念,用以把握我们所关心的艺术和诗歌。[18]87

德国哲学家莱因哈德·梅依的研究表明,这篇“对话”多半不是原始的记录,而是海德格尔再

创造的产物,“他或许把这篇高度凝练的对话看做一次向精通德语的日本客人提出自己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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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机会”[19]23,而“通过利用有关的讯息片断和适当的文本摘录,创作了一篇颇具挑战性的对

话”,其实是“对其思想的一种不同寻常的陈述”[19]24。这篇“对话”集中处理了语言的本质问题以

及与东亚思想有关的论题,可以归入迄今已发表的海德格尔著作中意涵最为深远的作品之列。

后来,手冢富雄将这篇“对话”译成了日文,不仅在译文后附有一篇较长的解释性后记,还以“与海

德格尔在一起的一小时”为题提供了一篇详细的谈话记录。

早在1946年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一文里,海德格尔就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的
思想。而这篇“对话”则明确地指出:“如若人是通过他的语言才栖居在存在之要求中,那么,我们

欧洲人也许就栖居在与东亚人完全不同的一个家中。”[18]90因此,在“对话”里谈及九鬼周造借助

于欧洲美学,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考察日本艺术的本质,即乞灵于欧洲的表象方式及其概念的做

法,海德格尔对此表示心存疑虑。他坦言,自己当年与九鬼周造谈话时便已预感到“危险”,因为

“通过这种做法,东亚艺术的真正本质被掩盖起来了,而且被贩卖到一个与它格格不入的领域中

去了”[18]100。可是,手冢富雄为什么一方面对海德格尔说“您讲的固然不错”,另一方面又说“但我

们日本人还不得不求助于美学”,“美学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概念,用以把握我们所关心的艺术

和诗歌”呢? 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就东西方之间的语言差异而言,中国哲学/美学的学术处境与日本十分相似。概念是思想的

出口。我们通过一个又一个概念来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倘若空缺某个概念可能就不会去思考

相关的现象。当然,如果在概念上产生诸多混淆与误解,必然影响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与把握。现

代汉语———尤其是学术用语———的很多重要词汇和概念,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汉
语学术不得不在从西方国家输入的诸多语词的意义中生存。

我国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legality)问题时,主要围绕下述问题展开:

中国历史上存在某种独立于欧洲传统思想之外的“中国哲学”吗? 或者说,“哲学”是解释中国传

统思想的一种恰当方式吗? 在何种意义上,“中国哲学”概念及其所表述的内涵能够得到恰当的

说明,并取得充分的理据? 简言之,即中国“哲学”的内容是否符合其所从属的“哲学”这一更高的

概念所应当具有的内容,而“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又在于以什么样的“哲学”概念作为判定标准。

俞吾金指出,作为判定标准的“哲学”与“合法性”概念都来自西方,人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

于西方哲学的视角,以西方哲学作为参照系来质疑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从中国哲学是否切合

西方哲学的内容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合法性。在俞吾金看来,从语言的角度上说,这是一种“能指

游戏”(gameofsignifiant),一种“能指”(significant)大于“所指”(signified)的游戏[20]417。

人们否认中国有所谓“哲学”,主要是深受西方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认为,
“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21]97,中国“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

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辨地思考”[21]119;“当我们说中国哲学,说孔子的

哲学,并加以夸羡时,则我们须了解所说的和所夸羡的只是这种道德”[21]123;“我们所叫做东方哲

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21]113。

历史学家、教育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斯年在《战国子家叙论》中提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

品,西洋哲学即印度日耳曼语言之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22]3傅斯

年质问道:战国子家约有三类人,即宗教家及独行之士、政治论者和“清客”式之辩士,他们的思想

原无严格意义的“斐洛苏非”(philosophy)一科,“为什么我们反去藉来一个不相干的名词,加在些

不相干的古代中国人们身上呀”[22]6? 这里提出的便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时至今日,中国哲学界仍有人断言:讲哲学,只要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那就是所谓的西方哲

学;这种哲学只能从希腊讲起,最后还是要回到希腊那里;哲学说希腊话,不说汉语,哲学在汉语

中不会说话;中国人的世界经验不处在哲学的要求中,中国人讲理讲气,用哲学的透视法看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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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脉络;哲学不关乎中国人如期本然地思想,也不关乎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事;西方人讲

真理,中国人不讲真理,中国人讲的是道理;哲学不是中国人思想的自在源泉,我们从来就没有从

这个源泉里担来思想的活水;等等。持此论者之所以否认中国哲学学科的“合法性”,主要基于以

下的认识:真理的本质强调的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即由证明体系所包围的世界经验;不断延

伸着的证明体系有三个环节———已经证明了的、用来作为证明的和要去证明的———与之相应,真
理具有三种语义———批判意义上的真理(后物理———形而上学)、形式意义上的真理(工具论———

逻辑)和实证意义上的真理(物理———经验世界)。所谓哲学,指的就是这个完整的证明体系,而
不是这个证明体系中的某一环节。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整个证明体系向实证意义上的真理转移,

真理的知识性要求越来越高;在接替这个证明体系的知识语境中,证明意味着知识联系之中的证

明,真理意味着生产着知识的实证世界。哲学作为真理的证明体系,提供了一个使世界成为可能

的证明着的叙事框架。由于我们与哲学的关系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婚嫁关系,是受迫于西方哲学

所释放出来的强大的文明力量。在这种力量的驱迫之下,我们没有掌握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证

明体系的要领,没有掌握哲学执着于存在作为证明体系之地基的意义,没有掌握存在即真理的语

义,便随意构想哲学,其结果,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被并入所谓“世界史”,我们将从

西方哲学近代性那里切来的某个片段理解为哲学本身,并按照其问题体系撰写自己的哲学史,这
种知识生产使得我们再也读不懂自己的历史[23]。

西方哲学确实存在一个严密的证明体系,一个由逻辑关系构成的从一般到具体的金字塔形

的概念体系,其逻辑论证方式清楚表达了事物之间知识论的从属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西方哲学

唯一的或始终主导的理论形态;作为西方哲学近代性的某个片段,所谓“证明体系”并不足以成为

判定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标准。当然,这是缺乏经验或逻辑必然性的“事后真理”。只是

这种“误判”体现了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的所谓西方的文化霸权,而认为研究的方式只能是西

方的,只有西方哲学有资格“告诉”非西方的文化何谓“哲学”,什么是好的和坏的,自身不足以与

西方的东西并列。至于迎合西方哲学的“证明体系”而对自己进行西方式的解释,采用西方的标

准自我批评,利用西方的观念来定位、重述传统文化的价值,则不过是典型的“自我文化殖民”。

三、哲学/美学的形式规范化问题

“五四”以来,无论是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还是弘扬国粹的文化保守主义,或是主张社会变

革的激进社会主义,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流派无不援引某些西方理论作为自己的后援,在对象化体

验中,知识分子不知不觉被训练成了西方各种理念的代言人。于是,我们看到,时至今日,中国哲

学的思想原创力严重衰退,人们以哲学的名义,按照西方哲学结构去重新安排、解释中国哲学的

问题,把中国哲学拆解得七零八落,严重损害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意义及其力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分别出版于1931、1933年,其“绪论”开篇即云:“哲学本一西洋

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

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4]1“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

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

也。”[24]8冯著以西方哲学为坐标,将西方哲学的分期方式硬套在中国哲学上,以为“子学时代”类
似西方古希腊时代,“经学时代”类似西方的中世纪。而冯著特别提出并注重名学,其实先秦名学

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发展成严整的逻辑与科学方法,并非中国哲学的重点。冯氏又以西方新实在

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述及陆、王的思想,这些显然都是谬误百出甚至怪诞不经的。牟宗三对此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冯著“对于宋明儒者的问题根本不能入,对于佛学尤其外行”[25]。现代

佛学家、因明家虞愚在《<中国哲学史>评》中也说:“汉末年之道教与北宋以来之道学,则最为锢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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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中国民智者也。而此书反多奖评,将汉武以来划为经学时代,致儒道封佛之误解偏见不能去

除”;“东晋至唐季数百年,第一流思想家者皆为佛学家”,冯著却未能充分详述中国传承之佛学,
“于佛学莫见其全”,为此建议修改下编“经学时代”,“使三倍其量”,并为之详列了修纂细目[26]。

实际上,“以西释中”的理路并非冯氏首创。之前,严复首先以西方哲学框架来审视、研究中

国传统哲学思想,他主张用“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逻辑学、自由学说和伦理学上的功利主

义来检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而以图腾、宗法、军国的社会演化程序硬套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王

国维虽力主“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却运用他所理解、服膺的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西方哲学,系统

研究了先秦诸子和宋以降周敦颐、戴震等人的哲学思想,在“中西互释”中“以西为主”的迹象异常

清晰。胡适也将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作为世界哲学史的部分,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清
楚表述了“以西释中”的理路:“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

较研究中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

值。”[27]其实,中西方哲学有各自的概念体系,二者之间很难一一对应,似是而非的“以西释中”或
“以中释西”基本上是南辕北辙,与各自的思想存在明显的断裂,更谈不上什么中西融合或思想创

新,至于推出关于人类永恒问题或当下共同问题的中国方案更是付之阙如。

1750年,德国人鲍姆嘉通用拉丁语写的《美学》(Aesthetica)出版,标志着“美学”这个学科正

式诞生,鲍姆嘉通因此被誉为“美学之父”。最早用汉语创译“美学”一词的是日本的中江肇民。

他翻译了法国美学家维隆的《美学》(L’Esthétique)一书,上、下两卷分别于1883、1884年出版。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收录了中江肇民《维氏美学》一书,可视为最早将“美学”一词

引入中国。有人曾以“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这一命题来描述中国美学之确立[28],显
然,从引进西方美学术语到确立中国美学话语,亦即本土化与世界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研究的情形与中国哲学研究相差无多。中国美学家对西方美

学家亦步亦趋,绝大多数美学家都在实际从事着大学里蓬勃发展的学术职业,把哲学/美学视为

产业化生产,致使哲学/美学著作和期刊论文数量剧增;与诸多哲学家一样,这些生产者“以西释

中”,即“拿西方的美学理论,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德国古典美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等,作为阐释中国

美学、中国艺术的现成的思想材料,乃至于借助西方近代的美学理论及其概念、方法来建构中国

美学的现代理论大厦”[29],成为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语言游戏”的“专家”,其“匠气”常常使这些

论著枯燥无味、空洞乏味、令人腻味,更不用说在当今世界美学讲坛发出中国美学家自己的声音,

为世界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贡献。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借鉴了这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

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30]就中

国哲学而言,我们在一些“元哲学”问题上提供了哪些原创性的智慧,丰富、深化了“哲学”的内涵,

并对西方哲学的发展构成某种挑战或对话? 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了吗? ……正

是人们对中国哲学/美学研究的现状普遍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又是如此之强烈,才有了对中国哲

学/美学学科的合法性不断提出疑问。

西方哲学/美学对东方思想而言,真的如海德格尔所言“格格不入”吗? 东西方两个思想血统

不同却又高度发达的文化体系如何协调、平衡乃至融合? 换言之,如何整合各种思想资源并以之

为背景创造出某种一致性的新思想? 诚如陈嘉映所言:“语言是给定的,但不是超验的给定而是

历史的给定。……我们既要了解这些语词背后的西文概念史,又要了解中文译名的由来;如果这

些中文语词有日常用法(但愿如此!),我们就还得考虑术语和日常用法的关系。”[31]翻译不只是

言语形式间的相互转换或符号转换,不只是更新、置换、丰富汉语的学术语言,而更多的是一种理

解和阐释,是各种文化的汇合,是外来思想之传导,即对外语概念、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领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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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汉语中的传导与汇合。

人文知识对心灵有一种控制性魅力,以相互认可为第一条件,需要彼此通用的“共同理解”,

进而在思想层面上把不同文化解释视为开拓、丰富共同问题的思想资源,充分呈现关于一个问题

在思想上的诸多可能性。为此,俞吾金在《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

性问题”的解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看,关于中国哲学学科是否具

有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但如果将它转换为如何使中国哲学这门学科在形式上规范化,这
一问题便有了实质的意义。所谓“在形式上的规范化”,“不仅包含着它对国际公认的学术规范的

认同和遵守,也包含着它对自己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反省和对当代哲学所蕴含的研究方法和叙述

方法的借鉴”[20]415。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它异于人们常常作为参

照系的西方哲学,相反,这种相异性正是它存在的合法性的理由。合法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必须

从形式上来改变和提升中国哲学,否则它在当今世界就会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20]416。

前述“能指”大于“所指”的游戏,无视了一个重要事实:西方哲学本身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存

在物。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理性主义者/非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先验主义者、实在论者/唯名

论者、体系主义者/反体系主义者等,不同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对“什么是哲学”的解答往往人言人

殊、莫衷一是。见仁见智的“西方哲学”失去了任何一种确定性,就都难以成为中国哲学学科是否

具有合法性的判定标准。根据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的描述,古希腊哲学在经历了“宇宙论时

期”“人类学时期”之后进入“体系化时期”,其代表人物有三个,即德谟克里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他们运用由自己的“基本思想原则”得来的“目的和方法的统一”从事全部知识资料的“统一

加工”,先是“将经验和观察所获得的东西集中起来”,继而“检验、比较”由此获得的“概念”,最后

“使迄今为止仍然散见而且孤立的东西成为富有成果的结合和联系”,分别形成了三种不同世界

观的典型轮廓或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2]137-145。到了近代,西方这种真理的

“证明体系”即逻辑的研究方式登峰造极,几乎一统天下。

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人重启中西交通,西方物质文明与思想文明输入、传布到了中国19世

纪下半叶以降,西学东渐势如破竹,其研究范式取得典范性的意义,引导、规约着传统学术的现代

转化。传统的人文学术研究模式(注疏、札记、诗文评等)发生嬗变,愈益注重“理论系统”“历史系

统”的建构,强调逻辑关联性与总体相关性的价值取向蔚然而成风习,笼罩了整个中国人文学界。

实际上,西方哲学本身对于逻辑论证式研究的批评不绝如缕。恩格斯指出,逻辑的研究方式

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33]。逻辑的

方法实质上就是历史的方法,它不是按对象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来研究、揭示对象的历史及其规

律性,而是从纯粹的抽象思辨形式上去分析对象,把握对象发展的客观逻辑,并以理论的形态来

再现对象的历史及其规律性。由于“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所谓“总体相

关性”“逻辑关联性”或“历史连贯性”是颇为可疑的。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体
系”:“人们……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

的价值。……‘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

的需要。”[34]因此,诸多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如钱锺书所言,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而
一一“垮塌”,只留下一些“木石砖瓦”即“片段思想”,它们“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35]。

即便是突出强调西方“真理”的本质是在哲学内思想的经验,也就是由“证明体系”所包围的

世界经验,也不能忽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相异性,更没有必要厚此薄彼。现代哲学家张东荪

在《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中说:“现在我研究了以后,乃发见逻辑是由文化的需要而

逼迫出来的,跟着哲学思想走。这就是说逻辑不是普遍的与根本的。并且没有‘唯一的逻辑’
(logicassuch),而只有各种不同的逻辑。”[3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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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逻辑的差异与各自语言的特征紧密相关。张东荪在《思想言语与文化》中指出:“中国文

字是象形文字,这一点不仅影响及于中国人的言语构造并且影响及于中国人的思想(即哲学思

想)。……西方人的哲学总是直问一物的背后;而中国人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

系。例如一阴一阳与一阖一辟。总之,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中国自来

就不注重于万物有无本质这个问题。……中国人的思想只以为有象以及象与象之间有相关的变

化就够了。……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唯象论。”[36]368-369林语堂也指出,中国人常用意象性言说而不

习惯用抽象性言说,常用隐喻、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而不习惯用直白、直言的言说方式;于是,
“不同的写作方法被称为‘隔岸观火’(一种超俗的格调),‘蜻蜓点水’(轻描淡写),‘画龙点睛’(提
出文章的要点),‘欲擒故纵’(起伏跌宕)……”[37]。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也发现了这种曲

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当我们说:‘这是中文’,那就加上了复杂的含意,这种复杂性使得意义变得

难以琢磨。按字典的解释,被称作‘中国人’者,转义是指‘过分追求繁琐的人’。”在于连看来,这
种“间接性”“隐喻性”的言说有其独特性和正当性:“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
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立发

展时间最长的文明。”[38]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中国人之关联式思考或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

果式或法则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同。它没有产生出十七世纪那种理论科学,并不构

成说它是‘原始的’的理由”[39]382;“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绝非处于逻辑的混沌……它的宇宙,

是一个极其严整有序的宇宙,在那里,万物‘间不容发’地应和着”[39]383;“当西人的思想欲问‘这主

要的是什么?’,中国人的思想,则问‘此事的起头、作用、落尾和其他一切事物的怎样关连的,我们

对它应怎样应付它?’”[39]255中国人通过事物之间的关联进行联想推出结论,其性质便是结论超出

前提,而使得结论具有或然性而非必然性,而具有更加开放的可能性。难道不是这样吗?

哲学的运思方式解答不了“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或许,美国当代哲学家巴里·斯托德的说法

是对的:“‘什么是哲学’———我要说的是:‘不要问,也不要说。’这是一个需要被处理、而不是被回

答的问题。试图以一般性的形式回答这个问题,注定不会有进展。”[40]俞吾金的处理方式独具一

格:“我们不再从哲学应该具有何种内容的角度去理解哲学,而是从哲学所应该关涉的领域的角

度去理解哲学。”[20]421具言之,即把哲学理解为一个介于科学(狭义的实证科学)、宗教和艺术之间

的领域,因为在不同的文明中,都无一例外地存在这样一个领域;至于不同文明的人如何称呼它,

或像西方人一样称之为“philosophy”,或像日本人一样称之为“哲学”,或像中国人一样称之为“元
学”“理学”“道学”,这只不过是一个“能指”的问题。讲述的“话题本身”高于讲述的“话题方式”,

中西哲学讲述各自对“话题本身”的体贴、发明和创新,在“自己讲”“讲自己”的过程中又理性化解

各种历史与现实问题,各自凸显其哲学的“个性”,而这正是哲学的“灵魂”。因为,哲学“不是单独

依靠‘人类’或者甚至‘宇宙精神’的思维,而同样也依靠从事哲学思维的个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

的需要、未来先知的灵感以及倏忽的机智的闪光”[32]20。这样,中国哲学便从“是”与“不是”、“有”

与“没有”的迷津中超拔而出,中国哲学/美学学科合法性的问题由此获得了一种实质性的意义。

四、东西方哲学/美学的互鉴与融合

巴里·斯托德说得好:“当你自己的思想以你自己的声音有所推进的时候,哲学才最有希

望。”[40]西方哲学传入、流布中国后,其问题意识、逻辑论证方式极大丰富、弥补了中国哲学的问

题意识、言说表达方式;但是,囿于对西方哲学的狭隘理解,中国哲学原有的问题意识及其灵动的

述学文体也几乎丧失殆尽。在当下“多元一体”的世界中,从当下思想的症结切入,围绕人类历史

与现实中重要的共同问题或永恒问题运思,每一种文化解释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态度,这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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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开拓和丰富了共同问题或永恒问题的思想资源。因此,将人类的普遍性遭际与文化的特殊

性遭际相联结,塑造出具有高度复杂微妙的理性观念体系和情感生活世界,可使中国思想具有独

特文化意义和世界视野,而由属于被解释的概念转化为用来解释的概念,由对象化、被研究的对

象转化为正在被用来进行思考的鲜活的话语,成为参与世界各种问题讨论时必须予以考虑与尊

重的思想智慧,成为往普遍处生长的理论话语,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为世界性问题的解决提

供“中国方案”。为了使中国哲学的观念体系由地方意义发展为普遍意义,实现一种思想平等的

跨文化对话和知识互惠,赵汀阳指出,中国哲学家必须努力实现至少两个目标:一是使中国的某

些概念进入世界通用的思想概念体系,以扩大人类思维的能力;二是使中国思想所发现的一些独

特问题进入世界公认的思想问题体系,以丰富人类共享的问题体系———中西问题的“互惠提问”
(reciprocalquestioning)可最大化提升人类思维的反思能力[41]。显然,我们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

得远远不够,未来的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发展看,西方哲学史发生了三次重要的哲学转向运动,而与中国哲学呈现出了某种彼

此融合之态势。第一次转向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之后所开启的、从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寻找当

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在“心灵世界”即“理念”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以二元对立的辩证

法推演理性、生成知识。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使用“philosophy”的人,该词本意是“爱智慧”。柏

拉图、亚里士多德将“philosophy”引向一个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而存在的对象,完成了从“智慧”

到“知识”的转变,他们也就成了“philosopher”(追求知识、真理的人)。柏拉图之后,西方哲学所

追求的不再是本源意义上的“智慧”了。第二次转向是近代哲学创始人笛卡儿提出“我思故我

在”,明确建立人的主体性原则,更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的精神性与无限性的内在冲动;康德沿着主

体性哲学的方向,把先验性看作必然性知识的来源;黑格尔是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者,其“绝对精

神”或“绝对理念”是绝对的主体,人的主体性被推至登峰造极的神圣地位。第三次转向由欧洲现

当代哲学以强调超越主客关系、主张人与世界融为一体为旨归,这一转向使欧洲人重视各个人的

独特性,重视知情意一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异性,重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相互理解。

精神科学(关于人的学问)被提到比自然科学更受瞩目的地位。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自

称其现象学是这一转向(“革命”)的开创者,他认为,人与物的交融构成整个有意义的世界,并使

整个世界处于“被给予的直观”之内。这样,胡塞尔把人从抽象的、超感性的概念世界拉回到人所

生活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哲学开始走向与诗意结合的境地。接着,德里达又发掘、补充、发展了

胡塞尔现象学所暗含的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结合为一体的观点。这是对自苏格拉底—柏拉图至黑

格尔从传统形而上学所主张的抽象概念哲学的反动,也是对这之前不分感性世界/超感性世界、

主体/客体的哲学观点的回复,接近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和《周易》、老子的思想[42]103-118。

进入后原子时代以来,海森伯格、玻尔、薛定谔、卡普拉等西方前沿科学家认识到,以牛顿为

代表的分析思维无法得出正确的宇宙观,在牛顿的轨迹上没有人的位置。卡斯顿·哈里斯认为,

科学的成功为我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了阴影,科学不可能为人的自由或个性留下空间;科学家“对
真理的追求把实在还原为黯哑的事实堆积,还原为缺乏意义的原始材料———除非人类主体将意

义移植上去,并为人所用”,这种实在观“侵害了我们对人和物的经验”[43]。因此,西方思想家渐

渐重新认识并肯定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整体综合性思维,激赏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宇宙观。

欧洲现当代哲学的第三次转向特别重视对语言的哲学研究,欧洲传统哲学到现当代哲学的

转折点是“语言学转向”。以往的传统哲学把人看成进行认识的主体,世界万物则是被认识的客

体,语言被看成反映世界万物的工具。现在则不然:人既是对世界的开放,又同时是世界本身的

显现,人与世界融合一体;语言使人与世界相融相通,人借助语言参与到世界中去,世界由语言而

敞开,语言是世界的意义之寓所。语言的意义不是要去表达独立于语言的某个确定的对象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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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确定的概念,而是事物从中显现自身,语言言说着存在者之所是。这种语言不再是把客体与主

体分离的“概念语言”,而是言说主体与客体融合、人与万物合一的“诗性语言”;这种语言类似于

庄子的“大道”“大言”,它显示着、言说着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结合的整体,可以通达“道
言”,可以还原为“道言”而与“道言”合一。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30年代发生了转变。在1946年的《关于人道主义

的书信》一文中,海德格尔表示自己之所以中断《存在与时间》中的探索,是因为以“形而上学的语

言”去探讨“形而上学的终结问题”,这是一种语言的失效或失败。在前述那篇“对话”里,海德格

尔跟手冢富雄谈及“克服形而上学”时说:“克服既不是一种摧毁,也不只是一种对形而上学的否

定。想摧毁和否定形而上学,乃是一种幼稚的僭妄要求,也是对历史的贬低。”[18]106这种“克服”实
际上是一种原始的“居有”(Aneignung),是“更希腊地思希腊思想”。海德格尔说:

  这最好就显现(Erscheinen)的本质来加以解说。如果在场本身被思为显现,那么,在在

场中起支配作用的就是那种出现,那种在无蔽意义上进入光亮中的出现。无蔽是在作为某

种澄明(Lichten)的解蔽中发生的。而这种澄明本身作为本有事件(Ereignis)在任何方面都

是未曾被思的。从事对这一未曾被思的东西的思想,这意思就是:更原始地追踪希腊思想,

在其本质渊源中洞察希腊思想。这种洞察就其方式而言是希腊的,但就其洞察到的东西而

言就不再是希腊的了,绝不是希腊的了。[18]127-128

既是希腊式地又不再是希腊式地思着显现,后期海德格尔返回到古希腊思想的开端或根源

处,已然把形而上学抛在了后面;他转而在“存在—语言”的维度“入思”,探寻一种新的言说方式,

即以“诗”与“思”的言说应合语言自身之言说,而所言说的则是一种“在场”与“不在场”之“集合”,

一种既敞亮着同时又隐蔽着的东西。海德格尔说:“在庙宇和阿波罗的雕像中尽管没有语言作为

材料被运用、被‘作成’,但这一事实完全不足以证明这些‘作品’———就其为作品而言———并非本

质上缺乏语言。……雕像和庙宇在敞开中立于与人作无言的对话之中。如果没有无言之言,那
么,……凝视着的神就绝不会显现雕像的神色和外貌;庙宇如果不在语言的敞开领域中,它也绝

不会作为神的住处立在那里。”[42]116于是,古希腊石庙以一种方式言说着“道言”,梵·高画的农鞋

以一种方式言说着“道言”,法国卢浮宫的阿波罗半身像以一种方式言说着“道言”。

中国的北京天坛也以一种方式言说着“道言”:天坛从南到北是一个由低向高的上升运动,将
人的视角引向天之“崇高”;圜丘、皇穹宇、祈年殿都是圆形,每一个建筑物中又形成很多同心圆,

将人的视角引向天之“圆融”;蓝色的琉璃瓦,大面积栽种的柏树,将人的视角引向天之“清朗”。

概言之,“天坛则是以实衬虚,一切导向虚空”;其妙处在于“以有限的建筑实体唤起对无限的想

象”,而“立于与人作无言的对话之中”[44]。

在与手冢富雄“对话”时,海德格尔对东亚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予以高度评价,他说:

  我还没有看出来,我力图思之为语言之本质的那个东西,是否也适合于东亚语言的本

质;我也还没有看出来,最终(这最终同时也是开端),运思经验是否能够获得语言的某个本

质(einWesen),这个本质将保证欧洲-西方的道说(Sagen)与东亚的道说以某种方式进入

对话之中,而那源出于唯一源泉的东西就在这种对话中歌唱。[18]93

根据手冢富雄的谈话记录,在最后邀请其提问之前,海德格尔发表了一个极有启发性的评论,东
方和西方“必须在这种深层次上进行对话。仅仅反复处理一些表面现象的会见于事无补”[19]115。

如今,东西方两个语言世界基本消除了当年那种遮蔽或隔绝的状态,当我们同样去沉思自己的思

想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伟大开端,便不难发现东西方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的本质源泉是相同的。

而且,海德格尔的部分思想力量便来自东方哲学传统的启示,比如,“海德格尔在与道家、禅宗教

诲保持共鸣的努力中,运用了‘朴素的道说’,而且是以像‘物的物化’(dasDingdingt)的那样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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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让‘语言言说’(dieSprachespricht)”[19]94。显然,东西方哲学/美学在交流互鉴中寻找到了相

对一致的聚焦点或相通之处,“冲击—回应”模式或东西方二元论模式一旦突破,一旦从形而上学

的“语言牢笼”中走出,“我们可以求助于美学吗?”类似海德格尔式的追问及其理据———“美学这

个名称及其内涵源出于欧洲思想,源出于哲学。所以,这种美学研究对东方思想来说终究格格不

入的”———便得以一一消解。因此,借用手冢富雄对于海德格尔的答复语:我们可以借助美学,
“美学为我们提供一些必要的概念,用以把握我们所关心的艺术和诗歌”[19]87。

这让人想起了焦元溥在《乐之本事:古典音乐聆赏入门》里讲述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2010年1月27日,芬兰著名指挥家、作曲家萨洛宁到伦敦国王学院音乐系做了一次演讲,讲到他

当年在意大利进修作曲时,指导老师卡斯提吉欧尼给他一首自己创作的曲子,要萨洛宁就此曲进

行分析研究。

  “那是很复杂的曲子,”萨洛宁回忆,“拿来一看实在瞧不出什么脉络。我花了好多好多

时间,才从错综复杂的音型结构中看出一点端倪。”

那一个星期,萨洛宁哪儿也没去,关在房里对着乐曲来回思索———终于,终于他看出了

乐曲内在的规律逻辑,慢慢找出解码的方法。随着花的功夫愈来愈多,他所看出的细节也就

愈来愈丰富,自信心愈来愈强。当他把论文写好并和老师报告时,他确信自己已经完全分析

出卡斯提吉欧尼的作曲意图与创作手法,作品的大小结构都被自己整理得清楚分明。
“真是非常感谢,你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才能整理出如此详尽的分析。”面带微笑,卡斯提

吉欧尼看着眼前的芬兰学生说,“但是,身为这首曲子的作者,我必须诚实告诉你———这其实

是我乱写的,乐曲根本没有任何逻辑脉络可言。”

不用说,萨洛宁当下自然觉得被耍了,而且极其愤怒:“早知如此,那个礼拜我大可以出

去游玩,好好享受意大利的阳光呀!”但转念一想,他明白这是老师给他的震撼教育:“一、再

怎么没道理的作品,分析者还是可以自己整理出一套道理;二、无论整理出什么道理,真相可

能永远和自 己 的 分 析 相 异,甚 至 相 反。别 以 为 自 己 做 了 苦 工,所 得 到 的 就 会 是 正 确 答

案。”[45]

卡斯提吉欧尼说的是实话吗? 绝大多数创作都有各自所依据的规则,演奏者也以此了解作

曲家的想法并提出诠释。那么,当卡斯提吉欧尼自以为随性地在谱纸上乱写,他怎能确定其中不

曾暗藏某种连自己也无法察觉的内在规律呢? 对此,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小说家翁贝托·埃

科有极好的解释:

  当作家(或艺术家)说他创作时并未考虑创作规则的时候,他只是想说他创作时不知道

自己了解创作规则。一个孩子能把自己的母语说得很好却不能写出它的语法来。但是,语

法学家并不是唯一了解语言规则的人,因为孩子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对此也非常了解:语法学

家是知道孩子为什么以及如何了解语言的人。[46]

作家(作曲家)创作出自成意义、有自身逻辑与脉络的作品,批评家(演奏者)对作品的诠释,

则来自对作品、作家(作曲家)与时代风格的理解,也出于自己的经验、体会与想象力。可见,要准

确地理解某个观念,需要确立一种语境化的理解,需要理解某种文化的所有文化语法和重要细

节,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必须理解整个语言游戏或整个生活方式。这样,在诠释文学艺术作品

的过程中,美学或艺术理论才能充分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反观当今学界,人们援用西方美学或文艺理论以检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时,之所以产生了诸

多半生不熟的“洋八股”,主要就是由于研究者缺乏历史底蕴,不懂中国社会发展史,不了解中国

文学艺术发展史,没有真正把握文学作品、人生、社会、政治和思想互为因果的齿轮关系,而未能

辨识文学艺术之本体,无法使东西方美学或文艺理论之间彼此融通,自然也就难以将“一炉而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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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运用自如。我们需要各种美学或文艺理论,只是必须时刻谨记英国著名艺术批评家、
哲学家克莱夫·贝尔的善意提示:“谁要详尽阐述一种能说服人的美学理论,必须具备两种素

质———艺术的敏感性和清晰的思考能力。缺乏艺术敏感性的人不可能获得审美经验,而缺乏广

泛、深刻的审美经验的审美理论显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47]

五、结 语

研究东方的文学艺术能否借助于源自西方的形而上学的美学,海德格尔对此是持保留态度

的,其中涉及了东西方的语言差异,以及所谓哲学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哲学发展史表明,以西方

哲学作为参照系,特别是以其近代性的片段即所谓“证明体系”为“标准”,根本不足以判断或裁决

中国哲学的学科合法性。将哲学学科的合法性这种“能指”大于“所指”的游戏转化为一种形式规

范化问题,有效地使人们摆脱了“自我文化殖民”的心态,转而研究面对共同论域时东西方所创造

的差异性思想及其言说,以充分彰显各自创造的存在价值。东西方传统的语言与思维存在较大

差异,然而,西方现当代哲学在“语言转向”之后,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其由主客分离

的“概念语言”转向了主客融合并与其所言说事物同一的语言。海德格尔部分思想的力量便来自

道家、禅宗等东方哲学思想传统的启示,东西方哲学在交流互鉴中显示出日趋融合的态势。在这

种情势之下,原本貌似“格格不入”的西方美学,可以为我们研究文学与艺术提供一些必要的概

念,用以把握我们所关心的艺术理论问题。换言之,突破“冲击—回应”或东西方二元论模式之

后,在诠释文学与艺术作品的过程中,美学或艺术理论无疑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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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WeTurntoAesthetics?
———ANewSolutiontotheLegitimacyofChineseAesthetics

WUZilin
(InstituteofLiterature,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ThelackoforiginalinnovationinChinesephilosophy/aestheticshasraiseddoubtsonthelegitimacyofitsdis-
cipline.However,thesedoubtswithreferencetoWesternphilosophyaregamesinwhichthesignifierisgreaterthanthe
signified.ItdoesnotsufficetojudgethelegitimacyofChinesephilosophy/aestheticswithastandardofevidencesystem
whichbelongstoapartofthemodernWesternphilosophy.Inthewritersopinion,thelegitimacyofChineseaesthetics
shouldbetransformedintotheissueofformalstandardization,anditsuniqueexistencecanbedemonstratedwithdiffer-
entthoughtsandstatementscreatedbyitinfacingofcommonuniverseofdiscourse.The“linguisticturn”ofmodern
andcontemporaryWesternphilosophyattemptstochangethe“conceptuallanguage”whichseparatessubjectandobject
intothelanguagewhichintegratessubjectandobject.Itisquitesimilartothe“poeticlanguage”ofZhuangzis“Da
Dao”and“DaYan”.ItmightbeexpectedthatEasternandWesternphilosophies/aestheticsshowatendencyoffusion
inculturalexchangeandmutuallearning,whichmighthelptobreakthe“Impact-Response”orEastern-Westerndual-
ismmodelandstepintoanewacademicrealmfillingwithcreativity.
Keywords:aesthetics;philosophicallegitimacy;linguisticturn;Heidegger;oriental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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